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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的关系演化∗

余　 泳　 胡亦然

摘　 　 要： 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虽同为当代土耳其重要的伊斯兰

主义力量，但前者以国家为导向，后者以社会为依托，且在不同时期对土耳

其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后，因受到面临世俗

精英势力的挑战、“居伦运动”与政府交好的先例，以及两者相似的政治观、
民主观和“宗教—社会”观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同“居伦运动” “结盟”的

政治策略。 但受两者政治合作空间锐减和“居伦运动”屡次“越界”导致“国

家—社会”关系失衡、正义与发展党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双方在

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对实行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模

式”产生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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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欲推翻

由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领导的土耳其现政府。 ７ 月 １６ 日上午，土政

府对外宣称政变已被挫败，未遂政变造成 ２６５ 人死亡和 １，４４０ 人受伤。 事件平息数

日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ɡ̆ａｎ）宣称，流亡美国的宗教人士费图

拉·居伦（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①是此次未遂政变的主谋，理由是被捕的政变参与者中存

在大量“居伦运动”的支持者。② 对此，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居伦立即发表声明，
强调与此事件无关。 土耳其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之间的矛盾早已公开化，而且不断

升级。 但在 ２００８ 年前，正发党为对抗土耳其军方势力，曾选择同居伦结盟，对外示以

亲密盟友的形象。 但此后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之间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亲密到决

裂的过程。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土耳其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化来

探究促成正发党与“居伦运动”密切合作及其走向决裂的原因。

一、 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的发展历程

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是中东地区高度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也是美国在中

东地区的盟友和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国内社会开放，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长期具有

西方化倾向。 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基

础。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由于受到凯末尔主义现代化、西方化与世俗化运动的深刻

影响，伊斯兰教因素暂时被迫离开了国家政治、法律与科学教育等领域，但它作为广

大民众的基本信仰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③ 随着二战后土耳其政府宗教政策的逐渐

放宽，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因素重新焕发活力，尤其是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土耳

其多党民主政治体制逐渐成型，伊斯兰教率先在教育、传媒和知识界等文化领域开

启了复兴运动。 冷战的终结使得宗教迅速替代了土耳其持续不断的左右翼意识形

态之争，加之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持续冲击，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需求进一步扩

大。④ １９９６ 年，宗教色彩浓厚的土耳其繁荣党（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ａｒｔｙ）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
自此，政治伊斯兰力量正式登上土耳其政治的中心舞台。 简而言之，土耳其伊斯兰

复兴运动发端于二战后，勃兴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影响持续至今。 正发党与“居伦运

动”则是这场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股力量。
土耳其正发党的缘起与政治伊斯兰运动密切相关。 ２００１ 年，奉行政治伊斯兰思

想的土耳其美德党（Ｖｉｒｔｕｅ Ｐａｒｔｙ）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主流的政治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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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译作法图拉·葛兰或费图拉·居兰。 本文除引文及引文文献外，统一称居伦。
《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主谋被逮捕》，央视网，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ｔｖ．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１８ ／

ＶＩＤＥ０８ＡＲＯ８ＹＨｄＱｏｏＣｐ５ｓ７Ｔｐｄ１６０７１８．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丁俊：《葛兰运动———当代土耳其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宗教与民族》２０１４ 年第 ９ 辑，第 ３３５ 页。
郭蒙蒙：《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嬗变及其特殊性》，载《长沙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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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开始走向分化，原美德党改革派核心成员埃尔多安、居尔（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Ｇüｌ）等人顺

势创建正发党。 为避免重蹈美德党覆辙，正发党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努力

淡化本党的宗教色彩，奉行“保守民主”①理念———即主张国家的社会性、宪政性与有

限性的国家观，强调政府合法性应源自人民主权的政府观，重视政治多元性、原则

性、改革性、现实性及服务性的政治观，推崇多元的参与型民主和追求制度化的自由

民主观，尊重社会多样性与异质性和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社会观，以及注

重经济发展并强调土耳其经济世界性、市场性及社会正义性的经济管理。② 在 ２００２
年土耳其大选期间，得益于其宗教背景与广泛的群众基础、亲民惠民的政治形象、致
力于经济发展的执政路线，正发党异军突起，最终赢得了大选，此后执政至今，是当

下土耳其政坛最核心的政治力量。
“居伦运动”在土耳其国内也被称为“志愿服务运动”（Ｈｉｚｍｅｔ Ｈａｒｅｋｅｔｉ），脱胎于

主张公民伊斯兰（Ｃｉｖｉｌ Ｉｓｌａｍ）的“努尔库运动”，创立者为伊斯兰思想家、教育家、苏
菲派导师费图拉·居伦。 １９４１ 年，居伦出生于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省（Ｅｒｚｕｒｕｍ）的一

个宗教家庭。 居伦早年深受赛义德·努尔西（Ｓａｉｄ Ｎｕｒｓｉ）的宗教思想影响，努尔西强

调伊斯兰教的和平中正、宽容仁爱，坚信作为土耳其社会文化传统的伊斯兰教可与

现代社会相融共生。③ 居伦以倡导“信仰对话”而闻名于世，他认为不同宗教间的对

话与交流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倡导宗教宽容与众生平等的思想；追求世界

和平，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提倡整合传统伊斯兰教与现代文明的“中间主义道路”；主
张对青年的教育内容不应囿于科学知识，更应包含宗教知识的感化；传播伊斯兰价

值观的同时凸显土耳其民族性，反对跨国建立作为政治实体的“乌玛”（伊斯兰宗教

共同体）。④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居伦在招贤纳士的同时，积极创办属于自己的宗

教社团。 进入 ９０ 年代以来，“居伦运动”将其教育产业拓展至海外，如在中亚诸国频

设“居伦之家”。 不久，势力大增的“居伦运动”引起了土耳其国内世俗派的警觉，
１９９８ 年居伦被土耳其法院指控为“通过伪装的民主及温和的假象颠覆世俗制度”⑤。
居伦在出庭受审前以身体原因离境赴美就医，从此定居美国。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居伦运动”旗下的国际学校不仅遍布全球 １６０ 多个国家，更是建立了《时代报》、银
河电视台等媒体机构和阿斯亚银行等金融产业，并在政府部门内部发展了大批支持

者。 外界普遍认为，居伦真正的影响力来自土耳其政府内部的“居伦运动”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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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民主”理念拥有以下两大基本点：第一，赞同有限的、界定清晰的政治权力形式；第二，政治合法

性的基础源自人民主权与法治，而最终基础是合宪性和普遍接受的规范。 此外，该理念还强调，保守绝非反对

变革与进步，而是在不失本性的前提下适应变化。 转引自朱传忠：《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西
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２０１４ 年，第 ７６ 页。

同上，第 ７８－８０ 页。
丁俊：《葛兰运动———当代土耳其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第 ３３３ 页。
Ｋｅｒｅｍ Öｋｔｅｍ，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 Ａｎｇ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２８．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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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其在警察、情报、反恐、检察等系统中均拥有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和响应者。①

二、 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结盟

德国著名伊玛目哈坎·亚伍兹（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曾将伊斯兰运动分为国家导向型

及社会导向型两大类，并认为前者以政党或与政党结盟的形式参与政治进程，后者

则利用市场、媒体及网络等领域来影响社会与民众间的关系。② 据此观点，土耳其正

发党属于国家导向型的伊斯兰运动，“居伦运动”属于社会导向型的伊斯兰运动。 具

体而言，正发党不以反现行体制的“政治伊斯兰”自居，转而强调其作为普通政党的

“保守民主”特征。 “居伦运动”则属现代公民社会范畴，在与国家政权保持良好关系

的同时，运用教育、传媒及金融等手段实践自身诉求和拓展影响力。 拥有执政地位

的正发党同在民间兴起的“居伦运动”进行“结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２１ 世纪初土耳其政治格局的发展促进了两者“结盟”。 在 ２００２ 年土耳其

大选中，正发党获得了 ３４．２８％的选票，共赢得 ３６３ 个议会席位，成为土耳其多党制实

施以来首个独立组建政府的政党。 与此同时，代表世俗精英的共和人民党获得

１９．３８％的选票、１７８ 个议会席位，③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而土耳其军方势力作为世俗

制度的捍卫者此时仍具较强的影响和权威，保持着 １９９７ 年“软政变”④后树立的政治

威信。 因此，正发党在执政初期无法立即摆脱世俗精英势力的猜忌、掣肘与政治压

制。 “居伦运动”虽在“软政变”初期试图以“温和的伊斯兰运动”形象博取军方好

感。⑤ 但事实表明这一努力是失败的，军方甚至煽动旗下媒体对“居伦运动”加大负

面报道来进一步清洗国家内部的“居伦运动”成员。 在此期间，面对世俗精英势力的

威胁，正发党欲借“居伦运动”的社会性优势稳定执政之基，“居伦运动”也期望依靠

正发党的执政党身份寻求保护伞，两者选择结盟有利于双方共同摆脱军方势力的

钳制。
第二，“居伦运动”素有与土耳其政府、国家领导层和政治精英交好的传统。 与

其他社会运动不同，“居伦运动”在积极经营教育、媒体等领域的同时，还通过接触政

府和国家领导人等官方力量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 居伦本人也十分善于审时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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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 ４３ 页。
李智育：《正发党执政期间民主巩固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４７ 页。
Ａｌｉ Ｃａｒｋｏｇｌｕ，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６， Ｎｏ． ４， ２００２， ｐ． ３０．
“软政变”是指 １９９７ 年的土耳其政变。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面对国内部分政治势力的宗教狂热，土耳其军方

出动 ２０ 辆坦克、１５ 辆装甲车，在事先聚集的大量电视台摄影记者面前展示了军队捍卫政教分离原则的决心。
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宗教色彩浓厚的总理埃尔巴坎（Ｎｅｃｍｅｔｔｉｎ Ｅｒｂａｋａｎ）最后被迫于当年 ６ 月 １８ 日辞去总理

职务。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执政党繁荣党被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
昝涛：《居兰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党政论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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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寻求权力部门的庇护。 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也希望通过主张温和伊斯兰思想

的“居伦运动”去抵御苏联共产主义思潮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对土耳其的渗透。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居伦利用土耳其当局宽松的宗教政策，开始涉足教育、媒体等社

会公共领域。 ８０ 年代中期，居伦利用军管结束后土耳其国内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
积极创办培养“黄金一代”的“阳光之家”。① 厄扎尔（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时期，居伦公开响

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厄扎尔政府因此劝说军方撤回禁止居伦公开布道的禁

令。 ９０ 年代，“居伦运动”进一步向政府靠拢，如 １９９７ 年为总统德米雷尔（Ｓüｌｅｙｍａｎ
Ｄｅｍｉｒｅｌ）和副总理埃杰维特（Ｂüｌｅｎｔ Ｅｃｅｖｉｔ）颁发所属基金会创设的“宽容奖”；以自

身温和形象及对伊斯兰教的新阐释吸引更多群众，协助政府削弱繁荣党的群众基础

与政治效应。② 作为回应，土耳其政府大力支持“居伦运动”在媒体领域的发展，助其

创建报社、电视台及广播公司等媒体机构。
第三，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及“宗教—社会”观夯实了双

方间的合作基础。
首先，正发党与“居伦运动”都倡导社会多元和通过渐进式改良实现发展的政治

主张。 正发党不仅承认社会的异质与多样性，更将不同族群、宗教与党派视为财富

之源，而非导致分裂的威胁。 此外，正发党强调，极权与强制只会导致一国政治、经
济与社会的恶性发展，渐进转型才有助于社会变革的稳步推进。③ 居伦思想的核心

内容即“宗教对话”观则体现了对多元价值观的尊重，同时居伦排斥伊朗式的伊斯兰

革命思想，反对宗教政治化，强调穆斯林社会应通过自身改良实现现代化理念与传

统价值观及身份认同的融合。
其次，正发党与“居伦运动”都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主兼容。 正发党指出，权利、自

由、平等、宽容等当代民主价值的核心理念不仅是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而且能与伊

斯兰教义相兼容。 同样，在居伦看来，民主、法治、人权、透明及问责等民主理念已在

伊斯兰教义中得到体现，既能在《古兰经》中追根溯源，又不为伊斯兰教所独有，它们

是不同文明共享的智慧结晶。④

最后，正发党的“宗教—社会”观促进了其在社会领域同“居伦运动”实现互补合

作。 正发党肯定伊斯兰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党内领导层大都承认伊斯兰教是民族纽

·４９·

①

②

③
④

“黄金一代”是指集科学知识与伊斯兰精神为一体的新兴人才，常与土耳其世俗教育所培养的“普通

人才”（只注重科学知识）相对。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 页。
朱传忠：《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第 ７９ 页。
Ｌｅｍａｎ Ｓｉｎｅｍ Ｔｏｐｃｕｏｇｌｕ，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ｅｎｔｅｒ⁃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ｐ． １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ｔｄ．ｌｉｂ．ｍｅｔｕ．ｅｄｕ．ｔｒ ／ ｕｐｌｏａｄ ／ ３ ／ １２６０８０５２ ／ ｉｎｄｅｘ．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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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认同根源及合法性的主要渊源。① 在论及宗教与政治关系时，正发党希望在社会

领域保持自身与伊斯兰教的联系，但在政治纲领中则抛弃伊斯兰教。② 换言之，正发

党在强调个人宗教权利与自由的基础上，认可社会中个体的“宗教性”，但同时坚守

国家整体的“世俗性”。 作为社会导向的伊斯兰运动，“居伦运动”的理念有利于指导

社会个体调和自身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间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践行正发党的

“宗教—社会”观。
综上所述，在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的格局为正发党与“居伦

运动”开展合作提供了政治空间，两者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及“宗教—社会”观又为双

方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合作奠定了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居伦运动”的鼎力支持下，
正发党顺利赢得了 ２００２ 年大选，之后双方仍存在相互利用的政治价值———执政初期的

正发党尚无法完全取得土耳其国内世俗精英的信任，因此需要借助“居伦运动”巩固自

身统治地位，而“居伦运动”也需要依靠正发党的执政党地位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国内层面，“居伦运动”继续与正发党政府携手，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削弱军方

势力。 正发党当局以“申请入盟”为由，在“居伦运动”的暗中支持下，出台了一系列

使军方权力受限的法规，比如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预算和弱化其行政职权，力
图使其逐渐转变为普通的政治机构；严格审查军方的财政支出；肃清高等教育委员

会中的军方势力。③

正发党和“居伦运动”的结盟在 ２００８ 年“正发党取缔事件”中达到了高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土耳其总检察长雅尔钦·卡亚（Ｙａｌıｎ Ｋａｙａ）以违反世俗主义为由起诉

正发党，要求宪法法院判决正发党为非法政党。 在宪法法院驳回上诉后不久，警察、
司法系统内的“居伦运动”支持者立即发起了针对“埃尔盖内孔”（Ｅｒｇｅｎｅｋｏｎ）④组织

的大规模报复性调查，并得出结论：近年来，“埃尔盖内孔”组织试图多次发起针对政

要与正发党高层人士的暗杀，最终目的则为推翻正发党执政。⑤ 此后数年，政府中的

“居伦运动”支持者不断以调查“未遂军事政变”为由，逮捕了大批土耳其军方人员、
部分政客、记者及知识分子⑥———被捕者大都曾猛烈抨击正发党或“居伦运动”。 同

时，正发党当局也着手调查军方的政变活动。 ２０１０ 年，正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前空

军司令及前海军司令在内的 ４８ 名高级军官，并提出修宪议案，意在通过改组宪法法

院人员构成而限制军事法庭势力。 同年，该议案获得通过，至此军方丧失了在土耳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５９．
朱传忠：《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第 ８４ 页。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 ４３ 页。
“埃尔盖内孔”取名于阿尔泰山脉中一人迹罕至的秘密山谷。 据说，该组织为土耳其地下极端民族主

义团体，常常私下策划针对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阴谋，通常被认为与土耳其军方及安全部队联系密切。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２１３．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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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２０１２ 年，正发党当局再次以“涉嫌发动政变”为由，将
３００ 名土耳其现役军官投入监狱。

在外交层面，“居伦运动”积极对外拓展影响力，一时间成为正发党政府公共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居伦运动”于境外创设的“阳光之家”逐渐以教育质量而闻名

当地，不少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亦就读其中；“居伦运动”主办的报纸《时代报》不仅

在土耳其境内销量不俗，其畅销海外的英文版更成为对外展示土耳其社会文化的重

要窗口。 “居伦运动”旗下的记者与作家基金会已能汇集各方有识之士、宗教领袖及

政客商人，共议全球热点问题。① 此外，“居伦运动”在国外开办了土耳其文化中心，
旨在改善和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形象。

三、 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关系的恶化

在正发党执政前期，通过与“居伦运动”结盟，有效削弱了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

精英势力，稳固了自身执政地位与合法性。 而“居伦运动”也在正发党的默许下，向
警察、司法、情报及教育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其亲信人才。 一时间，“居伦运动”实力

激增，逐渐成为正发党所谓的“平行机构”。 随着世俗精英势力这一共同威胁的式微，
双方在内政外交等领域的矛盾开始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两者关系恶化并走向决裂。

双方的公开分歧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的“马尔马拉号事件”。 当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色

列海军突袭试图驶入加沙沿海地带的土耳其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马维·马尔马

拉号”（Ｍａｖｉ Ｍａｒｍａｒａ），造成八名土耳其籍船员死亡。 事件发生后，土以两国的外交

关系顿趋紧张。 在美国广受犹太团体资助的“居伦运动”不愿看到海外利益因土以

两国交恶而受到影响，故对正发党当局强硬的对以立场颇有微词。 居伦本人甚至指

责马尔马拉号救援项目的主办方“人权、自由和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轻视以色列的“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才导致了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双方关系又因“库尔德独立门”而进一步蒙上阴影。 当时，亲库尔

德工人党的媒体爆料，国家情报署署长哈坎·菲丹（Ｈａｋａｎ Ｆｉｄａｎ）受埃尔多安之托，
以特使身份开展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新一轮会谈。 外界普遍猜测当局是否存在与库尔

德人交好、满足其独立诉求的倾向。 随即菲丹与其助手收到了据称是“居伦运动”支持

者的检察官的传唤，问询他们与库尔德工人党会谈的详细内容。 此举无疑使正发党政

·６９·

①

②

Ｈｅｌｅｎ Ｒｏｓｅ Ｅ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Ｃｉｖｉ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ｏｄｅｒ⁃
ａｔｅ Ｉｓｌ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０， ｐ． ２２．

参见 Ｍａｖｉ Ｍａｒｍａｒａ ａｎｄ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Ｉｓｍａｉｌ Ｍｅｓｕｔ Ｓｅｚｇｉｎ， ｈｔｔｐ： ／ ／ ｆｇｕｌｅｎ． ｃｏｍ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１３２４⁃ｆｇｕｌｅｎ⁃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ｓ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３８０３８⁃ｉｓｍａｉｌ⁃ｍｅｓｕｔ⁃ｓｅｚｇｉｎ⁃ｔｏｄａｙｓ⁃ｚａｍａｎ⁃ｍａｖｉ⁃ｍａｒｍａｒａ⁃ａｎｄ⁃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ｇｕｌｅ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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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倍感压力。 不久，正发党政府也争锋相对地出台新法规，使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相关人

员可免于被起诉，并解除了约 ７００ 名参与此次调查的检察官及警官的职务。①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的“加济公园抗议事件”通常被视为正发党与“居伦运动”关系正式

决裂的开端。② 该事件由最初伊斯坦布尔市民不满政府对加济公园的改造引发，逐
渐升级为民众对正发党当局限制新闻、言论、集会自由且过度侵犯世俗主义的全国

性示威抗议。 事件发生期间，居伦公开批评正发党当局镇压抗议者，而埃尔多安则

反唇相讥，指出正是“居伦运动”的暗中煽动与操控，才使得局面失控并导致了流血

事件的发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正发党当局提交议案，以加强课程监管、保证教育公平为由，③取

缔全国的私立备考学校（Ｃｒａｍ Ｓｃｈｏｏｌｓ）。 正发党此举被解读为针对“居伦运动”，因
为作为土耳其办学规模最大的私立备考学校，致力于培养“黄金一代”的“阳光之家”
正是“居伦运动”重要的人才基地与收入来源。 至 ２０１２ 年末，“居伦运动”旗下的私

立备考学校数量已达 ４，０５５ 所，正式学员 １２０ 余万人。④ 议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

“居伦运动”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时代报》更是将该议案称作“教育界的最大阴

谋”。⑤ 然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议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该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亲“居伦运动”的报刊《塔拉夫》（Ｔａｒａｆ）主编梅赫梅特·巴

兰苏（Ｍｅｈｍｅｔ Ｂａｒａｎｓｕ）撰文称，正发党当局早在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ＭＧＫ）密谋清除政府机关中“居伦运动”势力的计划。 “居伦运动”旗下的银河电视

台同时披露，当局正与国家情报组织（ＭｉＴ）合作，不断加强对土公民个人的日常监

视。 时任总理政治顾问的雅尔琴·埃克多安（Ｙａｌｃｉｎ Ａｋｄｏｇａｎ）随即驳斥了上述媒体

对正发党当局的指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土耳其检方系统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以打击腐败为名，

突然逮捕包括经济部长之子和内政部长之子在内的 ８０ 余人，并对其中的 ２４ 人提起

正式起诉。 １２ 月 ２５ 日，内政、经济和环保部长被迫辞职，埃尔多安不得不举行紧急

会议，仓促更换了近半数内阁成员。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土耳其司法系统中的“居伦运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 ４３ 页。
《“居伦运动”视域下的“加济公园抗议事件”》 （土耳其文），新闻时刻网（土耳其文），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ａｂｅｒｔｕｒｋ．ｃｏｍ ／ ｇｕｎｄｅｍ ／ ｈａｂｅｒ ／ ８５０４３８⁃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ｇｕｌｅｎｄｅｎ⁃ｇｅｚｉ⁃ｐａｒｋｉ⁃ａｃｉｋｌａｍａｓｉ，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ａｓｓｅｓ Ｌａｗ ｔｏ Ｓｈｕｔ Ｄｏｗｎ Ｃｒａｍ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Ｍａｒｃｈ 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ｔｕｒｋｅｙ⁃ｐａｓｓｅｓ⁃ｌａｗ⁃ｔｏ⁃ｓｈｕｔ⁃ｄｏｗｎ⁃ｃｒ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ｓｐｘ？ｐａｇｅＩＤ ＝ ２３８＆ｎｉｄ ＝ ６３０８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Ｆａｂｉｏ Ｖｉｃｉｎｉ，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ａ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ｒｓｈａｎ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ｒ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Ｊａｄａｌｉｙｙ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４， ２０１４．

［土耳其］埃克雷姆·杜马里：《被取缔的补习学校》（土耳其文），《时代报》网站，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ａｍａｎ．ｃｏｍ．ｔｒ ／ ｅｋｒｅｍ⁃ｄｕｍａｎｌｉ ／ ｄｅｒｓｈａｎｅｌｅｒ⁃ｋａｐａｎｉｒ⁃ ａｍａ⁃ｋａｐａｔｉｌａｍａｚ＿２１６８６７０．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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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支持者再次针对正发党发起挑战。 新年伊始，检察官阿齐兹·塔克茨（Ａｚｉｚ
Ｔａｋçｉ）突然提出，应立即叫停并搜查国家情报组织派至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救援车，暗
指救援车中有正发党当局与“伊斯兰国”组织勾结的证据。① ２ 月 ２５ 日，疑似埃尔多

安叮嘱其子转移财产的视频悄然传播于网络。 反腐调查事件对埃尔多安的形象造

成了重大打击，激化了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矛盾。
对此，埃尔多安政府随即展开有力反击。 第一，正发党公开宣扬“平行机构”对

国家政治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宣布将彻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反贪腐行动”，并
有意将关乎“平行机构”规模的情报公之于众。 据评估，“平行机构”已渗透至土耳其

全国 ２７ 省，涉及 ２，０００ 余名警察、检察、法院系统成员及部分记者、学者与企业家。②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警察及检察、法院系统中的公务员进行调岗，波及人员多达１，５００
余人。③ 第三，土耳其当局出台新法规，授权内阁可就反恐、国家安全等问题直接调

遣国家情报组织，允许国家情报组织在紧急时刻忽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以便直

接获取最有效的信息。④ 第四，出台更为严格、保守的网络审查法，甚至在 ２０１４ 年地方

选举前一周封锁国内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与“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交媒体的使用。 第五，陆续宽赦

２００８ 年以来逮捕的“埃尔盖内孔”组织成员，拉拢残存的军方势力共抗“平行机构”。
２０１５ 年为议会选举之年，虽然历经了上述风波和两次大选，正发党仍以 ４９．４％的高

得票率赢得了继续单独执政四年的机会。 连任后，正发党当局加大对警察、检察、法院

及安全系统中“居伦运动”势力的整肃，约 ６，０００ 名警官因疑似“居伦运动”成员或支持

者而遭到解职；⑤利用亲政府媒体强化“居伦运动”“平行机构”的负面形象，逮捕具有

“居伦运动”背景的专栏作家；通过立法手段认定“居伦运动”为恐怖组织，敦促美国立

刻引渡居伦本人回国；打压“居伦运动”所属机构（如《时代报》），甚至不惜与抗议者发

生激烈冲突。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未遂政变发生后，正发党当局正式取缔了《时代报》、银河

电视台等残存的“居伦运动”媒体。 至此，正发党与“居伦运动”正式决裂。

四、 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走向决裂的原因

土耳其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从结盟走向决裂的过程既源于双方在政治、经济与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Ｔ 调查报告出炉》 （土耳其文），邮件网，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ｓｔａ． ｃｏｍ． ｔｒ ／ ｍｉｔ⁃ｔｉｒｌａｒｉ⁃
ｍａｎｓｅｔｉｎｅ⁃ｓｏｒｕｓｔｕｒｍａ⁃ｈａｂｅｒｉ⁃２８４２１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９ 日。

《总理解雇疑似“平行机构”人员 ２０００ 余名》（土耳其文），“ＮＴＶ”网，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ｔｖｍｓｎｂｃ．ｃｏｍ ／ ｉｄ ／ ２５４８９２２９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土耳其］埃夫坎·阿拉：《论安全与司法部门的裁员》 （土耳其文），警察新闻网，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ｓｈａｂｅｒ．ｎｅｔ ／ ｅｆｋａｎ＿ａｌａ＿ｅｍｎｉｙｅｔｔｅ＿ｇｏｒｅｖｄｅｎ＿ａｌｍａ＿ｏｌｍａｄｉ⁃１２０７９ｈ．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Ｄｒａｆｔ Ｌａｗ Ｗｏｕｌｄ Ｄｒ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ｔｕｒｋｅｙ⁃ｄｒａｆｔ⁃ｌａｗ⁃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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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等领域的不同政见，也同双方政治合作空间的锐减、“居伦运动”“越界”导致“国
家—社会”关系失衡、正发党战略目标调整等深层原因密切相关。

首先，正发党和“居伦运动”在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上存在巨大分歧。 “居伦

运动”支持者大都反对埃尔多安而支持相对“温和”的时任总统居尔。 ２０１１ 年大选

后，土耳其《时代报》开始含沙射影地指责埃尔多安自恋、骄傲，且不愿听从身边人的

意见，并警告埃尔多安自负的后果。① 事实上，在“居伦运动”支持者看来，居尔才是

下一届政府总理的不二人选。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加济公园抗议事件”期间，居尔违背埃尔多

安意愿，多次向示威者示意同政府和解，“居伦运动”的媒体则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居

尔的支持。 面对曾经的盟友“居伦运动”同正发党内部竞争势力结成新盟友，以埃尔多

安为首的正发党人士无法容忍既得政治利益被分化或转移，双方的矛盾不断恶化。
其次，正发党和“居伦运动”在民族政策取向上的分歧日益凸显。 “居伦运动”欲

借对国内政治进程的参与扩大自身势力，有时不惜与正发党当局持相反的政见。 例

如，双方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分歧严重。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且事关国家统

一。 正发党内部大都支持埃尔多安提出的“库尔德新思维”，认可以政治手段和平解

决库尔德问题。 但“居伦运动”支持者们却认为，既然自身势力遍布国家公职系统，
那么战争等紧急状态无疑有助于其在乱局中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居伦本人也曾

暗示政府，希望对库尔德工人党持强硬措施，孤立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Öｃａｌａｎ），逮捕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异见人士。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土耳其媒体

将 ２００９ 年正发党政府与奥贾兰间的秘密协议———“奥斯陆和平对话”公之于众。 显

然，“居伦运动”被刻意排除在签订该秘密协议的进程中。 居伦本人对此更是大为不

满，宣称在解决库尔德问题方面，“居伦运动”分明先于正发党而采取措施，“但如今

成果却被正发党窃取”。③

再次，正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导致“居伦运动”的经济收益蒙受损失。 正发

党上台伊始，沿用厄扎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增加外资收入，严控通货

膨胀。 正发党执政十年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财政赤字降低了三分之二，
ＧＤＰ 增长了三倍。 但自 ２００９ 年起，正发党政府逐渐调整经济政策，通过出台资产管

理法，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等手段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监管。④ 至此，亲正发党

的企业从公共采购及基础设施建设中逐渐获益增多，重大经济项目合同也大都签给

·９９·

①
②
③

④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第 １８ 页。
同上。
“Ｇａｌｉｐ Ｄａｌａｙ：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ｎｅｔ ／ ｅ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０１４３２４１１５０３４９５５２２０．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Ｓａｒａｈ Ｅｌ⁃Ｋａｚａｚ， “Ｔｈｅ ＡＫ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ｒｏｗ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９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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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追随埃尔多安的公司。① ２０１１ 年后，商贸领域官商勾结和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因

此与“居伦运动”交好的企业渐感自身地位不断边缘化并日益不满，进一步激化了

“居伦运动”与正发党间的矛盾。
最后，正发党和“居伦运动”相背离的对外政策取向导致两者间的矛盾不断加

剧。 正发党执政后，其外交理念大致秉承达武特奥卢（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ɡ̆ｌｕ）提出的“战
略纵深主义”，推行“零问题”外交政策，即在巩固欧美传统盟友的同时，积极“向东

看”，打破自冷战时期形成的地区孤立。 但纵观正发党前两届任期内的外交实践，其
对外政策取向的重心实为加入欧盟，对内亦以“欧洲标准”大力推行改革。② 然而，随
着 ２００６ 年以来入盟谈判停滞，２０１０ 年“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备受地缘政治压力的

正发党当局开始大力参与周边地区事务。③ 此举显然与亲欧美、不愿过多卷入地区

争端的“居伦运动”相左。
综上所述，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矛盾的症结在于各自对有限政治权力与社

会资源的争夺，导致双方政治合作空间锐减。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
伊斯兰合一论”逐渐成为土耳其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与社会思潮，军方世俗势力

虽受到打压但仍有复兴的可能。 此时作为伊斯兰运动一体两面的正发党与“居伦运

动”，不仅拥有共同的世俗派敌人，更有相似的政治理念以及可调动的社会资源，尚
有充足的政治空间可供双方合作或“结盟”。 但当 ２００７ 年正发党再次执政及 ２００８
年土耳其军事法庭被迫改组、军方势力彻底式微之后，双方的共同威胁已经消失，既
没有更多政治权力需争取，也不存在足够的可分配的社会资源。 独霸土耳其政界的

正发党试图通过拓展权力范围逐渐控制教育、文化等“居伦运动”的“传统阵地”；
而“居伦运动”也不断巩固其在土耳其司法、警察与官僚系统中的势力，在形成所

谓“国中之国”和“平行机构”的同时，设法在国内传统政治议程中获得更高地位和

更大话语权。 在政治合作空间锐减的背景下，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的决裂在

所难免。
更为严重的是，“居伦运动”的种种“越界”行为触及了正发党作为执政党的敏感

神经，“居伦运动”多次针锋相对地挑战政府权威，加重了正发党对它的猜忌与打压。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领域中的核心问题，而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关系不

仅是公民社会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更极大地影响着民主化能否顺利地进行。④ “居
伦运动”并非政党，却在“库尔德独立门”、“加济公园抗议”等事件中或明或暗地表达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第 １８ 页。
Ｋｅｒｅｍ Öｋｔｅｍ，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 Ａｎｇ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３４．
苏闻宇：《从“战略纵深”看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转变———兼谈土耳其的国际身份定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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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诉求，展现了其在国内外政治进程中意欲获得更多发言权与决策权的企图。
在此背景下，作为公民社会范畴的“居伦运动”想进入政党主导的现实政治世界，必
将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失衡。

最后，正发党长期的战略目标无法容忍“居伦运动”作为“平行机构”而存在。 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深知，“战略纵深主义”的贯彻和土耳其“中心国家”地位的确立，
都离不开一支本土化、不受欧美外部势力左右的新精英队伍。① 而纵观历史，西方势

力尤其是美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便有操纵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惯例，库尔德问题

便是明显一例。② 而居伦本人自 ９０ 年代末开始便已移居美国，其势力的发展壮大亦

同美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正发党而言，统治合法性的稳固、执政理念的有

效实施，都须建立在清除欧美代言人影响的基础上。 因此，与西方势力关系密切的

“居伦运动”因而成为正发党当局落实“独立自主”战略的最大绊脚石。

五、 结语

土耳其正发党执政伊始便以“保守民主党”自居，追求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民主。
在政治层面，该党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改善人权和发展公民社会，提倡精英

民主和“多数决定制”。③ 尽管居伦本人一再声称“居伦运动”与政治无关，但该运动

仍向外界清晰表达了它的政治观点，即积极倡导自由民主原则，探索现代与传统相

融合的“中间道路”，追求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民族安全认同。④ 应该说，双方基于各

自利益与视角对民主政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认可自由、平等、包容、有效参与、充
分表达等民主政治最为基本的内涵与价值。

然而，纵观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双方携手压制土耳其世俗

军方势力，抑或是反目对抗，其过程都伴随着“卡夫卡式的困境”———即充斥着超现

实的阴谋与卑鄙伎俩。⑤ “图尔坎·萨伊兰事件”⑥曝光后，当时越来越多的土耳其

警察、检察系统中大批“居伦运动”支持者捏造证据和秘密证人以及花样百出的调查

手段渐渐浮出水面。 有分析指出，２００７ 年以来，土耳其警察和检察系统的“花架子”
公审可谓漏洞百出，荒谬之处数不胜数。 在某一案件中，警方在搜查一基督教徒嫌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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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坎·萨伊兰（Ｔüｒｋａｎ Ｓａｙｌａｎ）是土耳其最早的皮肤科女医生之一，也是“打败麻风病运动”的领

袖，更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 ２００９ 年在肃清“埃尔盖内孔”组织时，她被认为涉嫌政变而得到调查。 但当美国

专家对萨伊兰的工作电脑硬盘进行图像取证后，意外地发现犯罪档案进入硬盘的时间竟晚于这台电脑在萨伊

兰基金会的最后一次使用时期———所谓的犯罪证据极有可能是人为捏造的。 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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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的住所前“搜获”了该嫌疑人密谋起义的文件；而另一案件中，警方“发现”了他

们所寻找的证据，尽管他们前往突击搜查的地址根本是错误的。 以上案件无一得到

平反，有些冤案更据信是得到埃尔多安本人的默许与庇护。①

２０１２ 年，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矛盾逐渐公开化，除了公开合法的示威游行与

立法斗争外，双方的“斗法”手段亦充满着诡计与原始的政治报复。 政府官僚系统

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不断在正发党总部、土耳其总理与总统办公处安置窃听与

偷拍装置，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正发党官员受贿证据，并以各种渠道公之于众。 而

正发党政府则还之以“贴标签”：先是将无法证明“埃尔多安与其子”视频是伪造的

技术人员列为“居伦运动”“同情者”，将其悉数停职，②后凭其行政与人事权力大肆

劝退警察、检察、法院系统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 近年来正发党注重舆论宣传，常
向受众灌输“逢坏事必与‘居伦运动’相关”的观念。 比如对于 ２０１６ 岁末发生的俄罗

斯大使遇刺案，土耳其主流媒体大都着重报道刺杀者是“居伦运动”“阳光之家”的学

员身份。
诚然，无论是正发党与“居伦运动”联手对军方世俗力量的打压，还是矛盾频现

后相互的“密切监督”，客观上发挥过一定的社会制衡作用。 然而，双方关系的“聚”
与“离”在于二者政治合作空间的充足与否———双方的“聚”无法体现民主政治应有

的精诚合作，双方的“离”亦无法被视为民主政治应有的监督与制衡，有的只是对自身

政治空间扩大与巩固的欲望，且双方关系一味恶化无法体现民主政体应有的政治分歧

处理机制，只能加剧“国家—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失衡。 “居伦运动”当前已被正发党政

府定性为“居伦恐怖组织”，其在土耳其国内的势力被大幅削弱。 同时，正发党政府通

过数次连任，其稳定的执政党地位基本确立。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土耳其修宪法案以 ５１．
３７％的微弱优势通过，土耳其的政权组织形式由原先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 此宪法

修正案规定，总理一职将被撤销，总统转而被赋予了组阁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及相应的各

项行政权力；议会权力遭到极大削弱与限制，几乎无力再制约总统；宪法法院亦将被重

新设置，其独立性大减。③ 客观地说，土耳其执政精英的集权倾向正日益严重，反对派

力量基本起不到有效制衡作用。 未来土耳其“伊斯兰民主”之路依旧充满未知与

变数。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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